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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精神分析的聆听
关于中国孤独症儿童家长的
精神分析的讲座,

　　!""!

年
-!

月
!

日，现任欧洲和中国精神分析互助联合会主席、法

国精神分析家米歇尔·吉布尔（
.('/)0 12(340

）先生应邀在北京大学就

有关中国孤独症儿童家长的精神分析的命题，与北大师生展开了一次

学术对话，下面刊发的就是这次讲座的部分内容。 ———编者

［法］米歇尔·吉布尔 （主讲 ）

,

该讲座由北京大学蔡华教授主持，霍大同教授翻译，田惠萍女士作背景介绍，王水雄

整理。

　　蔡华教授：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精神分析的讲座现在就

开始了。我简单介绍一下他们三位：这位是田惠萍女士；那位是吉布尔

先生；最边上的是霍大同先生。因为我对前两位的情况不熟悉，所以我

先介绍一下霍大同先生的情况，然后请他来介绍一下他的两位真正的

同事，他会介绍得更加清楚一些。我们准备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请

吉布尔先生先做一个报告，同时，因为吉布尔先生和霍大同先生在田女

士那儿做研究，所以，还得请田女士花十多分钟来介绍一下他们合作的

情况以及他们的研究。剩下大概
$"

分钟，我们请同学们提各种各样的

问题。大致就是这样的安排。

前一段时间在法国的解放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大概有十多天了吧，

我也记不清楚了，说“
-5

亿人口，只有一个人正常”。写的是目前在国

内唯一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精神分析学家。因为大家知道，作为精神

分析学家他们本身要被分析过，我讲的就是霍大同教授的情况。他过

去是在法国留学的，跟我算是同学，彼此比较熟悉。他现在在成都的四

川大学，那边有一个硕士点，这大概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精神分析硕士点

吧。我大致就介绍这些情况，下面就请霍大同先生介绍两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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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大同教授：大家好！我想首先介绍吉布尔先生，他是拉康（
64'

72) 84'49

）的学生。我不知道大家对拉康是不是熟悉，他是拉康成立的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院的成员。拉康逝世之后，他和其他成员一起创

立了欧洲精神分析国际联盟，他现在是欧洲和中国精神分析互助联合

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我的分析师，我在他那儿接受了五年多的精神分析

训练。
!""!

年以后，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他了解到北京星星雨

教育研究所的一些情况，于是就来到了中国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工

作，与一些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做一些交谈，然后与我们一起做讨论班。

每年都要来这儿二三次，大家都很尊重他、佩服他。大致情况就是这

样，这是吉布尔先生的情况。

田惠萍女士是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所长，这是国内最早的一

个同类性质的研究所。她自己是一位孤独症孩子的母亲。事实上她先

前也不知道孤独症是什么，因为她的孩子，她看过许多这方面的书籍，

了解到了孤独症，并且知道当时有许多家长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于是

她想是不是有许多母亲都跟她一样，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就这样，她打

算对孤独症展开研究。当时我国国内还没有什么人知道所谓的孤独

症，于是她一个人在北京郊区成立了这样一个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吉

布尔先生是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个地方有人在研究如何帮助孤独症的孩

子的，于是他在访问中国期间就来到了她们的这个所里，和他们一起来

帮助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他同家长们谈了，对家长们的帮助非常大。

大致情况我就介绍到这里。下面请田惠萍女士介绍一下背景情况。

田惠萍女士：非常感谢大家，也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非常难得的

机会。来到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高等学府，和这么多的同学们

交流，我真的是感到诚惶诚恐，希望我的舌头能够利索一点。我之所以

来到这儿，是因为昨天吉布尔先生跟我讲他在这儿有这样一个讲座，他

希望我能够来这儿做一些背景性的介绍。

霍教授也跟我说，是不是跟大家在这儿谈一谈孤独症。这个词语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和熟悉。总体感觉是一言难尽，十分钟的时

间光讲孤独症可能都不够。所以我就先把资料发给大家，希望这些文

字资料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这也许会让许多同学感到奇怪，因为我

们大家是来听精神分析的，为什么拿到手里的却是一张关于孤独症的

介绍？是这样的，也真的可以说是一种缘分，我们需要感谢霍大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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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面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是他邀请吉布尔先生去中国四川大

学去做关于精神分析的讲座。吉布尔先生在离开巴黎之前，他的女儿

递给他一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纸，上面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我们所

的介绍。他的女儿说：“爸爸，你不是跟孤独症的家长工作过吗？你看

北京也有一个这样的机构，也是在跟孤独症的家长一块儿工作。”这样，

后来吉布尔先生就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说：“这真是有些莫名其妙的，我

是一个法国巴黎的精神分析家，我最近会去中国开会，希望路过北京的

时候，能够去你们那儿看看，也许我能够为你们做点什么！你欢迎吗？”

我立即给他回信，对他说当然欢迎啦，因为来我们这儿工作的国际志愿

者特别多。因为孤独症研究在中国是一个稀有领域，在国内基本上没

有什么同行和专家，来我们这儿的专家基本上可以说都是国际上的。

我说你来吧！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邮件，他说：“我非常高兴你能够让

我去你们那儿工作，可是，我不知道我去你们那儿能做些什么？”我心里

想，天哪，我怎么知道你能做些什么，而且我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因为，就在刚才，我还将心理医生和精神分析师混着讲，因为我分不清

彼此。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来吧，我们这儿有许多志愿者，他们都找到

了事情做，我相信你也一定会找到事情做的。呵呵。

后来，真的是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情况下，吉布尔先生真的就来

了。来了以后呢，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他怎么工作的，我们以为他会像所

有台湾、日本的专家那样，是来对我们进行培训的。当“星星雨”发出将

有一位法国专家要来工作的通知，许多家长都闻讯而来，带着孩子，有

的甚至专程从内蒙古赶来。家长们来了以后呢，他说是要
(9*):;()<

（会

见），一个一个地来。但是当他正式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不

对头，有人说，哎，他不是针对孩子们的，他是针对我们家长的，他是要

跟我们孤独症孩子的家长聊天，每个家长一个小时。于是，希望与法国

专家见面交谈的家长排起了长队。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我永远都不会

忘记。就这样，我认识了一位精神分析师。然后，当时的情况是，吉布

尔先生在我们这儿呆了
$

天，在这
$

天里，我们给他每天安排了
-"

位

家长，每位家长
-

个小时。他与
$"

多位孤独症孩子的家长进行了谈

话。在这
$

天的时间里，吉布尔先生累坏了。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感叹

地说，在这
$

天里，他基本上不知道北京是怎么样的，星星雨又是怎么

样的，也不知道田惠萍女士长什么样的。让他惊异的是他所面对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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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又一个让他无法思议的故事，让他无法思议的中国人。

我们的接触就这样开始了，他后来回到巴黎说，他想我们了。

吉布尔先生走了之后，我们的老师就在说，我们的家长变了。有些

家长变得爱穿漂亮的衣服了，有些妈妈和奶奶昨天还在说怎么样带着

孩子一块儿走，今天就说，哎呀，我觉得生活不是那么的可怕；有的父亲

以前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在跟他们作对，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他沟通

非常难。可现在，他们变了，变得那么爱帮助人、那么热心、那么善于跟

人交流沟通。这样说你们也许以为这是一个奇迹，可我们的老师的确

是这样说的。我从老师们的这样一种反应中，可以知道家长们对他的

需要。当我们看到每一个家庭在与他谈话之后的那种心情上有所转变

时，纷纷对吉布尔先生表示我们的赞赏和钦佩。我不知道老米待会儿

要讲什么，可能他会讲……不过我们的内心是非常的激动，因为待会儿

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是精神分析。

米歇尔和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合作关系，不过他真的是一位志愿者。

从那以后，他来过星星雨
$

次，每一次都是他自己支付全部的费用，他

是我们的一个志愿者。另外就是他在我们这里不是在做什么研究，而

真的是在做服务。就这一点我要非常激动地说，我本人也是一个孤独

症孩子的妈妈。
=

年来，我们会晤了一千多位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他们

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香港，不过澳门现在还没有。许多家长都有一个共

同的感受，那就是我们的孩子孤独了，我们自己也就变得孤独了。那么

通过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了解，当一个家庭出现一个残障成员的时候，这

个家庭需要什么？有的家长在想，我一定要把孩子带出来，我不带谁

带。因此，我们有的家长是为了孩子不得不活着，有的家长是因为孩子

不想再活着。

这就是米歇尔在中国的工作。后来他的学生也来和我一块儿工

作。他上个月刚走，他说他下个月还会再来。

米歇尔先生的工作就是这样，我因为不是一个专家，所以没有资格

评价他的工作，不过，我带来一些资料。每次米歇尔来之后呢，我们都

会写下一些东西。我想在这里念一段就作为一个背景介绍吧！

这是吉布尔先生刚来中国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在星星雨的工作

之后他得到的感受。

“现在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是作为一名心理工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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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哀。因为我在这里遭遇到了我
$"

多年来工作生涯中从未

有过的挑战。在巴黎，当我面对有问题来找我寻求帮助的人

时（他们多数是残疾儿童的父母，这是我的工作重点），我明白

了自己并不是唯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人。也就是说，我对

他们的帮助是建立在一个社会机制的条件中的，是整个社会

救助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在巴黎，我在与求助者的交谈

中首先要做的是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类，划分出哪些

问题是属于心理医生的范畴，哪些问题实际上属于其他领域

的范畴。对于属于我的问题，我会集中精力去解决，在这方面

我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我总觉得自己是非常自信的；对于其他

方面的问题，我会与他们分享资源，即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专

业人员或服务机构乃至法律帮助等信息告诉他们，介绍他们

到更合适解决他们问题的地方去。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工作的

另一个重要职能，即让需要帮助的人知道获得帮助的渠道，这

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同样也有许多人是通过其他领域的介绍

才到我们心理医生这儿来的。

而这几天的工作（他指的是在星星雨），我尤其感到我更

多的是遇到了并非是我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我却没有其他的

资源可供他们分享，因为我发现中国太缺乏配套的社会服务

资源了。对于那些的确需要心理支持与治疗的家长，我却发

现我无法操作，这儿不能像在巴黎那样，在了解了初步的情况

之后，对他们的心理治疗做出方案，然后逐步进行。我可以告

诉他，今天就到这里，下一次你何时再来。这对于心理分析工

作者把握节奏和度数是必须的。在我几十年的工作中，我还

是第一次遭遇到必须在一次性谈话中解决问题的挑战。我有

一种从未有过的不自信，我总觉得帮不了他们。

吉布尔先生：感谢蔡华教授让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来这儿做这个

讲座，这是需要勇气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癔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癔病患者是

被当作精神病、当作异端的客体来被对待的。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问世以后，人们的这种认识开始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一

个客体变成了言说的存在，重新回到了他（她）作为主体的存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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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精神分析的聆听



原来是被动地说出来，然后让医生去解决问题。现在事情发生了改变，

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讲着自己的故事，而且他们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

题。这就是根本性的转变———从一个客体变成了言说的存在。那么，

在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这个过程中，弗洛伊德发现，他们经常讲他们

自己的梦。弗洛伊德于是启发病人去讲述自己的梦，通过病人对梦的

讲述，弗洛伊德去分析它们、解释它们，发现这个梦说出了许多很重要

的事情，这就是后来他所谓的无意识的事情。当时他自己也并不知道

梦的背后有什么东西，于是他自己分析自己，他始终觉得梦会告诉我们

一些无意识的东西。

那么，从一个被动的客体转变成言说的存在的这样一个转变，意味

着精神分析也就同时诞生了。可是当时弗洛伊德分析的是癔病患者，

后来分析的是强迫症患者，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神经病患者。我现

在在田惠萍女士这个地方工作，遇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孤独症

的孩子、孤独症孩子的父母，而孤独症的孩子和孤独症孩子的父母，弗

洛伊德并没有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进行过分析，那么，这就意味着有一

个新的东西需要你去面对，于是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对象。

这种创造是每一个分析家都会遇到的。你所面对的病人，每一次

他都是新的。作为一个主体来说，他每一次都在不断地更新，这样，每

一次都要求你去创造。那么在这一点上，你的工作与你以前的任何精

神分析家的工作没有什么差别，每一次都是新的，都在创造。但是，这

里面有一个差别，就是你不会讲中文，而家长不会讲法文，但是，精神分

析讲究的就是让你说，让你自由地去说，尽可能自由地去说。这里面有

一个语言的问题，而这是我在巴黎没有遇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因为存在语言的障碍，如果没有霍大同先生在这儿做翻译，我怎么

可能在这里讲两个小时？所以为了交流，语言是很重要的工具。我在

星星雨工作的时候，的确有一个翻译，但是，田惠萍女士懂英文，而且很

懂德文，可是她不懂法文。这样，我讲英语，田惠萍女士将英语翻译成

汉语；中国家长讲中文，田惠萍女士听到中文以后，将中文翻译成英语，

然后我又将英语翻译成法语，这里面穿插着三种语言。同时我还注意

到一个问题，就是在翻译的时候，田惠萍女士总是马上就翻译了，可是

我觉得马上翻译也许没有给家长留下空余的时间，同时，我也想听听他

们讲中文怎么样。于是我就要求田惠萍女士在翻译的时候停顿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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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以便让我直接听中国的父母亲讲中文。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自

己仿佛听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田惠萍女士：我想插一句，我在做翻译时，因为怕漏掉一些东西，

所以家长说两句话我就开始翻译———因为英文是我的第二外语。他

说：“你别翻，你让他说，我不给你信号，你就不要打断他。”天哪，那家长

一说就是半小时，这个时候我知道我再直接翻译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我知道，如果他把我的翻译当成那家长的原话，这样做会影响他工

作的效果。所以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况，直接让家长讲，不能打断。）

法国的精神分析家中最具有革命性的是拉康，他始终强调在分析

时分析家不要自以为懂得许多，要始终觉得自己不懂，也就是说把你觉

得自己懂的放在一边。可是在同样一种语言之中，要做到这一点是很

难的，因为你总是自认为懂得他人的语言。而在你不懂的另外一种语

言面前，这才真正进入了拉康的状态，就是你真的不懂———我什么都不

懂，我只是听，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精神分析的运作，精神分析的作用

就在这儿。因为这样一个理由，我让中国的父母亲讲，然后我听，不要

翻译。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从来不需要翻译，我当然需要翻译，比如说让

田惠萍女士做翻译，而在这儿讲课的时候，我又让霍大同先生做翻译。

不过要强调的一点是，你不要自认为自己懂得许多，要把自己的自负抛

在一边，去倾听。

拉康为什么这么说———你不能刚听到一点什么就觉得自己已经懂

了，这是很糟糕的。为什么呢？因为弗洛伊德在分析梦的时候，他发现

梦说的是另外一种语言，你必须通过一种翻译才能够懂得。尽管他在

做梦的时候，弗洛伊德使用的是德语，但是他仍然需要对梦做一个翻

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别人的讲话也是一种外语，你不要自以

为懂。

孤独症的孩子的情况就是不能讲话，这种不能讲话，并不意味着因

为我们不能交流，那么我们就不能倾听。我们同样可以倾听他们，但恰

恰是孤独症患者的这种情况，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个

交流的问题。这个世界越来越小，那么大家觉得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语

言来交流，所以大家选择了英语来交流；但是大家是否认为使用一种共

同的语言就可能实现交流了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希望大家

能够回答我，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学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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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到我这儿来做分析，他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讲中

文，可以吗？我说可以的，你就说吧，能讲什么东西就讲什么东西。但

是这个人在讲完之后，马上提出一个要求说，刚才我讲的东西你都听懂

了吗？他让我回答，这个人实际上设了一个圈套，为什么这么说？是因

为精神分析家的工作是倾听，是让那个精神被分析者他自己说。可是

当精神被分析者来找精神分析家的时候，他总是假设精神分析家什么

都知道，跟上帝差不多，他总是想从精神分析家那儿得到答案。所以他

停下来之后，就会问：我看你能回答吗？所以，如果你没有经验，你就会

掉进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样的话，他就成了分析家了，你就成

了被分析者了，你就会掉进他设定的圈套中去，这是初学者经常会遇到

的问题。因此，你要尽可能地避免这个问题。

我想起在田惠萍女士那儿碰到的一个家长，这个人可能觉得我是

从法国来的专家，她觉得我非常厉害，所以非常想跟我讲话。见面之

后，我就跟她说，你说吧。于是这个人就开始讲，哒哒地，跟田惠萍女士

的说话速度一样的。

她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母亲，是从外地来北京的，她自己是一个小

企业的小老板。因为她孩子的事情，她看上去非常地悲哀、非常地憔

悴，让人觉得非常值得同情。

当这个女孩子———这个年轻的母亲刚进来的时候，她虽然很想说

话，可是一直不说话，我后来就问她：为什么不说话？她说，因为人太

多。当时田惠萍女士也在那儿，还有一些其他的老师，所以，在这种情

况下，她就没法说话了。于是我便将别的人请出去，留下田惠萍女士，

这个时候她才开口。她说虽然她在一个企业里做，但是没有一个人爱

她。年轻的母亲就想，没有人能够忍受她，她也不能够忍受别人，所以

没有人爱她，甚至她认为有人想强暴她，她自己觉得非常的恼火和痛

苦。如果我不是精神分析家，可能会将这个母亲看作精神病，但是因为

我受的是精神分析家的训练，所以，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去倾听

她，而不是将她进行分类。

因为让她讲，这位母亲就滔滔不绝地讲了她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中

心点就是没有人爱她。那么，最后就回到了一个中心的问题上：为什么

没有人爱她？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回答。

这个年轻的母亲看着我的眼晴，情绪上慢慢起了变化。她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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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地说：“因为我读书，我读书”。

当我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我被深深地触动了。这让我想起了我

小时候的一件事情，我第一次用我的零花钱买了一本书，一本袖珍版的

小书。那时，我的母亲就问我，为什么你用你的零钱去买这些毫无用处

的东西。现在这个情况也是一样，这个女孩子看书，大家可能觉得她是

在做毫无用处的事情，或者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甚至也许有些书是不能

看的，她看了。我用我的零用钱买的第一本书是荣格的《人发现他自己

的灵魂》这本书，这样的书在我母亲的眼里显然是毫无用处的。

我的好奇心被这位年轻的母亲的回答所唤起。我问：你读的是什

么书，她仍然用非常轻的声音说，“我读的是心理学的书。”

我后来读鲁迅的时候，才弄懂为什么这个女孩子读心理学的书，别

的人会觉得没有用处。鲁迅在日本的时候，当时日本已有一些弗洛伊

德的著作翻译过来了，于是鲁迅读了一些弗洛伊德的东西，觉得挺有意

思。可是，鲁迅后来还是觉得弗洛伊德的思想没有用———对当时的中

国没有用处。当时的中国，还是马克思主义有用。于是在他对心理学

相当的研究之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相信这才是对中国有用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对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鄙视和评论。

因为我并不懂马克思主义，我懂的只是精神分析。我这样说是因为，也

许当时我的母亲，也是这么理解的，她认为我买荣格的《人发现他自己

的灵魂》这样的书没有用。这可能意味着，无论东方和西方，大家都认

为精神分析没有用、弗洛伊德没有用。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许大

家认为精神分析没有用的理由是这样的：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触及到

很个人化的东西，而这种很个人化的东西是不能跟别人说的。如果这

种私人的事情，在公开的场合说出来，要么得罪了别人，要么觉得自己

掉面子。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位护士跟我说私人的事情时，她是偷偷

地将我拉到一边，背着别的同事，跟我说某个同事如何如何，这位女孩

或许也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就对这个女孩说，你对心理学感兴趣，我对这也感兴趣，那么，我

们可以共同分享其中的乐趣。这时候这位母亲开始微笑了。于是我让

她将别的老师都请进来听她说话，分享她的观点。这是为什么呢？她

不是对心理学感兴趣吗？既然我和别的老师对心理学都感兴趣，那么

我们应该一起分享。这样我们也就重建了一个群体，人还是原来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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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是我们重建了一个群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说没有人爱

她，没有人分担她的痛苦，没有人分享她的快乐，可是我们现在有了一

个群体，可以分享她的观点。

我虽然并不相信，因为这次谈话她就能够跟她所在的工厂的人相

处得很好了，能够共享她的经验了。但是，她至少现在能够跟这些老师

分享这些东西，这至少是一个进步。我非常高兴，于是就问这位年轻的

母亲：“你除了读心理学的书之外，你还读不读精神分析的书？”在我原

来的设想中，这位年轻的母亲是不能够区分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差别

的，可是居然，这个女孩子说：“是的，我也读精神分析的书籍”。这让我

非常吃惊。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这个女孩子带着非常愉快的表情出去了。后

来我听田惠萍女士研究所的其他的老师说，这个女孩子原来是一个很

孤独的人，等于是一个死去的客体，可是她现在变成了一个很活跃的主

体，跟其他的家长、跟别的人，谈她的家庭、谈她的孩子、谈自己的痛苦

和快乐，她渐渐地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这个女孩的经历让我觉得，如果她读心理学的书，就觉得这会让别

人看不起，不愿意跟她打交道，那么这只能说明心理学还没有广泛地被

周围的普通人所接受。但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都是在大学

里面读书和工作的，而大学有一个崇高的使命就是传授和传播知识，而

且你们大学生或者教授拿到一个凭证，就能够说自己已经拥有知识了，

于是我们就有理由去传授知识，但这是与精神分析的宗旨相违背的。

精神分析的宗旨是什么呢？精神分析是假定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里面就不讲精神分析了。大学里面有许多有

关精神分析的系、精神分析的专业、精神分析的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但

是我想说的是，大学里面所接受的精神分析的知识对于精神分析的临

床来说，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当精神分析家对精神被分析者说：“你

讲，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这个精神分析家实际上有一个假设：我什么也

不知道，只有当你讲了之后，我才可能够知道一点点。那么，这正好跟

老师与学生的关系相反。老师是假设自己什么都知道，所以他要跟学

生讲。

精神分析家有知识吗？有那么一点点，就是精神分析家始终明白

一点———每一个生命体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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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都是独特的。精神分析家就这么一点知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

精神分析家总是先让精神被分析者说出来。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和

说，
>(:)

和
?4:0):

的区别。请问蔡华先生，这两个东西在中文里怎么

区分？

（霍大同教授插入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
?4:0):

是讲，
>(:)

是说。

但是，讲和说的差别，我们的哲学家们和语言学家们没有做真正的研

究，说“讲”是什么意思？说“说”又是什么意思？而这个在法文里是非

常清楚的。在法文里还有一个是倾听和听到也是有差别的，é'&2*): 是

听到，
)9*)9>:)

是倾听。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的古人是有区别的，叫作

听而不闻，就是你听可是不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听了可是你没

有听到。可是，现在汉语对于听和听到这方面的强调，好像没有古人那

么清楚。）

（田惠萍女士插入：刚才说那个听和听到，就是英语的
0(@*)9

和

/)4:

，你可以听，可是没有听到；就是你
0(@*)9

，可是没有
/)4:

。这就是它

们的差别。）

那么，我要感谢大家，你们现在在倾听，也许你们也听到了。但是，

如果你们去上课，那么你们的教授们不仅要你们听，而且要求你们听

到。为什么呢？如果你听不到的话，你就过不了那个考试的关。因此，

听到是强迫性的，因为你要通过考试，所以你必须听到。但是我在这儿

讲的时候，你们不需要经过考试，所以，你们不一定要听到，只要听就可

以了。在法语中也有讲和说的差别，也许通过我的讲话，也许我说了某

些东西，这些东西，你们听到了，然后你们接受了一些小的信息。我也

观察到，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走，虽然中间有些人走了，通过你们

这些大部分都没有走的人，我感受到你们也许听到了那么一些东西。

现在我就将话语权交给你们。

蔡华教授：我不知道大家听了那么多，都听到了些什么。我首先

想问一下，孤独症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前人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研究，

那么，这块领域现在有什么重要的发展，吉布尔先生现在大概处在什么

样的位置。

吉布尔先生：和以往相比，有一个进步，精神分析学家参与到孤独

症孩子的家长的工作中来的一个基本的进步就是，人们有一个假设：这

些孩子能“讲话”，尽管有些孩子不讲话，但是假设他们处在语言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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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一个假设实际上是来源于另外一个基本的假设，这就是人的存在

就是语言的存在———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果。带着这样一种新的观念，

精神分析家置身在孤独症的孩子中间工作，实际上是认为那些孩子是

可以讲话的，而且也在讲，只不过表达有困难。同时，孤独症患者也有

等级的差别，有些能讲话，有些就不能够讲话。又比如，在美国的孤独

症患者，在中国未必是孤独症患者；而在中国的孤独症患者，也许在美

国就不是，这里面存在许多的差别。因为假设所有的人的存在都是一

个语言的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让他们讲，尽管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

比如说手势，不过他还是将意思传达出来了，然后我们观察、分析。

必须考虑的问题是，谁说这些孩子是孤独症的？是因为有一个群

体，这个群体不能够与他们交流，所以这些人就定义他们为孤独症。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问题，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沟通的问题。这就是说也许当一个人不被他周围的群体所接受的时

候，我们就认为他是孤独症患者，而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存在的。所以

我想，不仅仅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和技巧，更重要的是要强调

每一个人都在讲，所以我们要倾听他，然后我们再与他们讲，也许这才

是解决人类交流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

我首先遇到的这个群体，也就是与孤独症的孩子一起工作的这个

群体。一开始人们认为所谓的孤独症在定义上就是这些人是不会讲话

的。但是，后来他们又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并不同意这个假设。

因为，如果他们要跟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一起工作，那么，就需要假定这

些孩子是会讲话的，否则，如果假定这些孩子是不会讲话的，那就没有

必要跟他们一块儿工作。如果分析家跟他们一起工作，那么，本来假设

他们是会讲话的，只是，他们所讲的是不同的语言，是一种我们所不懂

的语言。那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也是一个很新的事实，然后精

神分析家要有一个回应，而这个回应的角度与其他专家们的角度应该

是有差别的。

霍大同教授：好，现在让我们将话语权交给学生！

一学生：谢谢您，我对您讲的东西非常感兴趣。我想向您请教一

个问题：您在对一些人的分析过程中，是不是分析完了之后，就不再给

他一个建设性的意见了呢？比如说您举的那个年轻母亲的例子，她是

不受欢迎的，那么，您的分析让她感受到了这一点。您会不会给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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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以便让她在以后的生活中该注意一些什么？谢谢您！

吉布尔先生：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他对一个前来做分析的人提

出的唯一的建议就是———不会再给其他的建议。但是，我在田惠萍女

士的研究所里工作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如果你给出建议，那么，这位年

轻的母亲去找谁呢？她没法找到一个人。她愿意到法国去吗？北京又

没有什么精神分析，当然如果来四川的话，霍大同会愿意接受她。可是

我猜想这也不现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给她提任何建设性意见对她

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田惠萍女士的研究所里，我还是给了

一点点的建议。但是作为分析家，我如果在法国，那么，除了告诉被分

析者，你除了继续说之外，不再给别的东西。

因为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精神分析家很少，所以建议患者去做精

神分析，显然是不现实的。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当年弗洛伊德发明精神

分析、创造精神分析，可是他自己却没有做过精神分析。如果你现在对

精神分析感兴趣，你就会对他感兴趣。

田惠萍女士：说到这儿我就想插入几句，因为我一直在做他的翻

译，经历过许多很奇妙的东西。我们许多人都在叫他半仙。他做过那

么多的精神分析，我基本上没有听到他给家长提任何建议。他不断地

提问题，就像说：“你说你说”。他通常在工作当中是这样一种状态（摆

了一个姿势）。家长经常问，专家，你说我该怎么办。可是他听完了之

后总是说：“你说吧，就这样。”但是，我跟着他做下去，发现他很会问问

题，而他的所有的建议都在这些问题里面了。

有许多的案例，在我们的工作简报中都有。其中有一位家长说，她

过得非常的苦恼，因为她的生活计划全都被打乱了。于是米歇尔先生

就问：“你能够跟妈妈谈谈吗？你能将你的苦恼跟你妈妈说么？”她说：

“我不能，因为我还有一个妹妹，我的妹妹还是很正常，妈妈很支持我妹

妹。所以我觉得我妈妈不会理解我。”他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你

能够跟你的丈夫谈你的苦恼吗？”她说：“他每天工作已经很累了，我不

想将这些事情都扔给他。他在外面挣钱，过得不容易。”他说：“你不跟

你的丈夫谈这些东西，他的压力是不是就减少了呢？”最后家长就明白

了。他所有的答案，其实他所有的建议都在这里面了。然后，她就说：

“我跟他谈过，可是他也不听！”他就问：“你是怎么跟他谈过的？你是以

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跟他谈的？”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去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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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片段，就是让一个妈妈喝他自己杯子里的

那杯水。情况是这样的，那个妈妈进来以后，她的孩子也进来了，他将

桌子上的水端起来就喝，妈妈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我们那儿的孩子

们就是这样的。就这样，在谈话的过程中，米歇尔先生突然说：“这是我

的水，我是从来不喝别人的水，我现在叫你把这水喝下去，不知道您愿

不愿意喝？”妈妈就说：“我不喝”；他说：“就喝一口！”她说：“我不喝”。

然后他就说：“如果说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是我的苦难，你愿意分担么？”

然后呢，这个场景当时非常有意思。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妈妈当时有一

点上战场的那种感觉，最后就端起那杯水喝下去了。后来，情景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这个妈妈刚来的时候说她的生活计划全都被打乱了，可是

她走的时候却说了大量将来该如何如何的话。他说：“我想现在我们可

以说
A&&>3+)了。”这个妈妈很不理解，说：“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跟我说

A&&>3+)？”我一开始也不理解，后来想了想就说：“你刚来的时候不是

说，你的生活计划被打乱了吗？而现在你已经在开始做计划了。”半年

以后，我收到了这位家长的一封来信，在信里面她真的是非常的感激。

这个人是我们第一个推荐去见他的，刚来的时候，非常地难以沟通，可

是半年以后，她变得非常的热心，甚至到民政部去联系，开始着手帮助

其他孤独症的孩子们。其实吉布尔先生的答案都包含在他的问题里面

了，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一学生：精神分析的前提假设是什么？

霍大同教授：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没法回答。

蔡华教授：还是让他说说。

吉布尔先生：精神分析的基本假设就是无意识。弗洛伊德没有停

止过做分析，如果说弗洛伊德停止过，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德国纳粹要迫

害他，后来弗洛伊德的四个妹妹全部在集中营被屠杀了。因为许多人

的干预，比如说当时美国总统的干预，弗洛伊德就离开了维也纳到了英

国。如果说弗洛伊德停止了他的分析，也主要是因为这段时期纳粹的

迫害，不是他自己停止的，而且在弗洛伊德去世之后，英国的伦敦依然

在做精神分析，也就是说，他去世以后，弗洛伊德的分析时间依然没有

停止。因为他的无意识的假设依然存在，许多人都在继续做这样的

工作。

责任编辑：劳　勤

·４１·

社会·
!""#

·
$


